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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解决营销渠道中的代理问题,学界探索了一系列有效的治理机制来规范二元渠

道关系,但针对二元渠道关系的治理机制无法解决三元渠道关系网络中的代理问题。文章依托代

理理论,以三元渠道网络为分析单位,在以往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实证检验制造商“跨桥”治理机

制的双重治理效果和制造商市场地位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具有

“双刃剑”效应:当制造商的市场地位较低时,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具有促进与经销商间的信

息共享的积极效果,但也具有降低经销商对制造商的承诺的消极效果,且这种消极效果在制造商

的市场地位较高时得到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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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ving Agency Problem in Triadic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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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rketing scholars have explored a range of effec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s to address agency problems and regu-
late dyadic channel relationships. However,governance mechanisms designed for dyadic channels do not solve agency problems within
triadic channels. Based on the agency theory and previous research,this study examines the double-edged governance effects of a gov-
ernance mechanism named Manufacturer Triadic Governance (MTG) and the contingent effects of manufacturers market statu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MTG exhibits a double-edged effect on distributors. When the manufacturers market status is low,MTG has a
positive effect in promoting distributor information sharing. But MTG also has a negative effect in reducing distributor commitment,
particularly when the manufacturers market status is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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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解决渠道中的代理问题、提升渠道绩效一直是渠道治理关注的主要目标( Crosno 和 Dahlstrom,2008;
Rindfleisch 等,2010) [1-2] 。近年来,学界对如何设计有效的渠道治理机制、规范渠道成员行为、提升企业绩

效的研究不断深化。其中,有对契约型治理机制和关系型治理机制的思考( Liu 等,2007;Cao 和Lumineau,
2015;Poppo 和 Zenger,2002 ) [3-5] ,有对渠道激励和渠道监督机制效果的研究 ( Bosse 和 Phillips,2016;
Wathne 和 Heide,2004;Kashyap 等,2012) [6-8] 等。虽然渠道治理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非常显著的进展,
但现有文献提出的渠道治理机制主要适用于二元渠道关系。然而在现实的渠道管理中,制造商要管理的往

往是“制造商—经销商—零售商”构成的三元渠道关系网络,制造商渠道治理机制的设计应不同于传统的

二元分析范式。
Eisenhardt(1989) [9] 代理理论指出,渠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是产生投机行为、影响治理效果的主要原

因之一。在分销密集型的行业,例如快销品和日用品等行业中,分销渠道非常密集,制造商和零售商之间通

常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情况,经销商往往有更多的机会实施投机行为,从而产生了代理问题。此外,这些

行业的产品通常有较短的生命周期和高度的同质性,这使得信息流动和渠道管理变得尤为关键。制造商需

要确保其产品能够高效地到达终端消费者手中,而经销商则成为这一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作为“制造商—
经销商—零售商”三元渠道网络中的信息传递“桥梁”,经销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将上游制造商与下

游零售商紧密连接,从而具有显著的信息优势。在追求己方利益最大化的强烈动机下,这种信息优势就成

为经销商做出多元投机行为的重要驱动因素,使得经销商既可能对制造商投机,也可能对零售商投机,产
生了比二元渠道关系中的还要严重的代理问题,对制造商提升整体渠道绩效提出了十分严峻的挑战

(Madhavan 等,2004;Wynstra 等,2015) [10-11] 。如在经销商与零售商的协作关系中,经销商可能会利用制造

商的名义,擅自修改制造商的渠道政策,或者隐瞒制造商的促销政策以谋取更多利益,甚至使用次品欺瞒

零售商。这些行为将严重损害制造商在终端市场的品牌声誉。此外,经销商拖欠零售商的货款或不按时履

行合同等投机行为不利于经销商与零售商建立稳固的合作关系,从而影响制造商产品在下游渠道和终端

市场的销售表现。因此,在“制造商—经销商—零售商”的三元渠道网络中,制造商选择的渠道治理机制必

须着眼于三者构成的整个网络,解决渠道网络内的代理问题,这正是二元渠道关系中的治理机制所忽视

的、无法解决的问题。
在小部分关注三元渠道网络治理机制的研究中,夏春玉等(2019) [12] 在三元渠道网络背景中提出了三

元渠道网络治理机制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张志坤等(2023) [13] 明确提出了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
并将其界定为制造商在保持“制造商—经销商—零售商”渠道网络结构与渠道分工不变的情况下,直接建

立与零售商的非交易性联系,在三元渠道网络视角下探究了其对经销商投机行为以及经销商对制造商信

任的治理效果,证实该治理机制能够有效减少三元渠道网络中的经销商的投机行为,但也存在降低经销商

对制造商信任的负面影响,并指出该治理机制的治理效果有待进行更为全面的考察。然而除上述研究外,
学者们对这一治理机制的治理效果仍缺乏认识,经销商对这一治理机制的反应仍有待深入探究。基于此,
本文将进一步挖掘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的治理效果,以丰富对该三元网络治理机制治理效果的认识。

本文依托代理理论,基于三元渠道网络分析视角,从制造商的立场出发,以“制造商—经销商—零售

商”三元渠道网络为分析单位,在以往研究基础上(夏春玉等,2019;张志坤等,2023) [12-13] ,进一步关注制

造商“跨桥”治理机制的治理效果,对以下问题展开探索:首先,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考察该治理

机制的双重治理效果。本文认为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对经销商的行为产生了“双刃剑”效应,既具有促

进经销商在三元渠道中信息共享行为的积极影响,也具有降低经销商对制造商承诺的消极影响。根据代理

理论,当制造商能够获取信息来监督经销商的行为时,经销商作为代理人,其行为更有可能符合制造商的

利益(Eisenhardt,1989) [9] ,增加其与制造商之间的信息分享行为。然而代理理论也指出经销商作为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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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有自利动机的,其行为受到预期回报的影响(Eisenhardt,1989;Bergen 等,1992) [9,14] 。制造商“跨桥”治
理机制减少了经销商从投机行为中获得的私利,从而降低了其预期回报,这可能会使经销商在交易中的承

诺减少。其次,本文考察制造商市场地位对治理效果的调节作用。鉴于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对经销商行

为可能产生积极和消极双重治理效果,有必要进一步探索制造商如何根据自身市场地位利用该治理机制。
根据代理理论,经销商的行为受到自身利益最大化倾向的影响(Eisenhardt,1989) [9] ,它们的利益受到治理

机制影响的程度也将会影响它们的反应。由于制造商市场地位是影响经销商利益的重要因素之一(Gould
等,2016;Podolny,2008) [15-16] ,与采用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的不同市场地位制造商交易将对经销商的

利益产生不同的影响。为了探究制造商何时能更好地利用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规范经销商的行为,本
文进一步研究制造商市场地位对“跨桥”治理机制治理效果的调节作用。

本文的预期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在以往研究基础上(夏春玉等,2019;张志坤

等,2023) [12-13] ,进一步探究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对三元渠道网络中代理问题的治理效果,包括对经销

商信息共享行为和经销商承诺的影响,对该治理机制的“双刃剑”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第二,本文考察了制

造商市场地位对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上述治理效果的调节作用,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该治理机制的渠

道治理效果。

二、 理论基础

(一) 代理理论

代理理论作为分析经济组织现象的重要理论,用于研究由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目标不一致和信息不

对称造成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以及如何制定有效的契约对代理人的行为进行约束( Eisenhardt,
1989;Mishra 等,1998) [9,17] 。当委托人对代理人进行委托后,具有自利动机的代理人就会利用委托人—代

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采取投机行为,代理问题就此产生。现有研究发现,在委托人—代理人的二元关

系中,委托人的激励与监督是解决代理问题的有效措施。针对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利益不一致问题,委
托人对代理人的激励措施能够有效地将二者的利益进行整合,使代理人的利益与委托人保持一致,进而减

少代理人的投机行为;针对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最好的解决措施则是委托人对代理人

进行监督,保持代理人行动的透明性,使代理人无法采取伤害委托人而自利的行动 ( Bosse 和 Phillips,
2016;Eisenhardt,1989;Mishra 等,1998) [6,9,17] 。

代理理论指出,当代理人确保他们能够实现预期利润时,他们才更能受到激励,更有动力积极地代表

委托人行使权利(Gilliland 和 Kim,2014) [18] 。否则,代理人可能会逃避契约中的责任以最大化自身利益,
使委托人承担损失(Eisenhardt,1989;Grünhagen 等,2017) [9,19] 。因此为了保证代理人按照委托人的期望行

动,委托人必须努力减少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情况(Bergen 等,1992) [14] 。因为如果代理人意识到他

们不能欺骗委托人,他们就更有可能按照委托人的要求和期望行事(Eisenhardt,1989) [9] 。
然而代理理论也指出,委托人为提高双方间信息透明度而采取的治理行为虽然可以限制代理人进行

的自利活动(Bosse 和 Phillips,2016;Heide 等,2007) [6,20] ,但也会减少代理人可能从交易中获得的利润。由
于代理人行为受到自身利益评估的影响(Grünhagen 等,2017) [19] ,信息对称性增加后代理关系对代理人的

吸引力会降低,代理人在代理关系中为委托人服务的积极性自然会降低(Zhang 等,2020) [21] 。

(二) 三元渠道关系网络中的代理问题

在现实的营销管理实践中,经销商处于“制造商—经销商—零售商”构成的三元渠道关系网络之中,
占据制造商与零售商之间的枢纽地位,制造商—经销商、经销商—零售商之间很容易产生代理问题。也就

是说,在“制造商—经销商—零售商”三元渠道关系网络中,除经销商直接对制造商进行的投机行为外,经
销商直接对零售商进行的投机行为也会损害制造商的利益。例如,在本文的前期访谈中,一位来自某食品

制造商的销售经理表示,经销商可能会私自调整制造商的促销策略,欺瞒零售商,从“买一送一”转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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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五送一”。显然这些行为会对制造商的渠道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必须加以治理。因此制造商若想提升整

体渠道绩效,不仅需要管控与其进行直接交易的经销商的行为,也需要对与其具有间接关系的经销商和零

售商之间的交易行为进行管理。
市场营销学者已经广泛研究了如何选择有效的治理机制来缓解代理问题(Crosno 和 Dahlstrom,2008;

Cao 和 Lumineau,2015;Sheng 等,2018) [1,4,22] ,在这些治理机制中,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激励和监控都受

到了广泛的关注(Heide 等,2007;Wathne 和 Heide,2000;Zhou 和 Xu,2012) [20,23-24] 。然而这些治理机制只

能帮助制造商管理与经销商的关系,难以对经销商和零售商之间的交易进行治理。仅有小部分学者对三元

渠道网络中代理问题的治理进行了关注,其中夏春玉等(2019) [12] 突破二元分析范式,提出了针对三元渠

道网络中代理问题的治理机制的理论框架。张志坤等(2023) [13] 正式将该治理机制命名为制造商“跨桥”
治理机制,并对其减少经销商投机行为的积极效果和降低经销商对制造商信任的消极效果,以及制造商市

场地位的调节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除上述研究外,学者们对于针对三元渠道网络的“跨桥”治理机制的

治理效果仍知之甚少。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的治理效果,本文将进一步探究经销商

对这一治理机制的反应。依据代理理论,本文认为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对经销商的行为产生了“双刃

剑”效应。一方面,该治理机制会对经销商行为产生积极影响,促进经销商在三元渠道网络中的信息共享;
另一方面,该治理机制会对经销商产生负面影响,降低经销商对制造商的承诺。

三、 研究假设

(一) 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和经销商的信息共享

经销商与制造商信息共享是指经销商能够积极提供对制造商有用的信息(Heide 和 John,1992) [25] ,
特别是帮助制造商获得可能影响营销渠道运营的不可预见的信息(Homburg 等,2020) [26] 。信息共享在渠

道成员的协作中是至关重要的(Min 等,2005) [27] 。一般来说,在“制造商—经销商—零售商”渠道网络中,
经销商作为中介直接与下游零售商互动( Bosse 和 Phillips,2016;Jia 等,2014) [6,28] ,因此制造商十分依赖

经销商所能提供的市场信息。
本文认为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可以积极地影响经销商与制造商的信息共享行为。根据代理理论,

当委托人能够获知代理人的行为时,代理人意识到他们不能欺骗委托人,代理人的行为更有可能符合委托

人的预期(Eisenhardt,1989;Grünhagen 等,2017) [9,19] 。当制造商使用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管理三元渠道

关系时,他们不仅可以直接监控经销商的活动,还可以通过零售商传递的信息来验证经销商的行为。当经

销商意识到他们处于制造商和零售商的严格监督之下,很难利用制造商和零售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采取

自利行为时,将进行较为严格的自我监管( Frazier 等,2009) [29] ,并更倾向于采取与制造商期望相符的行

为。这种行为的调整主要是由于“跨桥”治理机制下经销商无法再利用制造商与经销商间的信息不对称做

出投机行为,只能为制造商提供真实有效的信息。由于实施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主要目的便在于提高

渠道网络的信息透明度,经销商将配合制造商的管理策略,促进制造商和零售商之间的信息交换。基于以

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促进经销商与制造商的信息共享。

(二) 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和经销商承诺

经销商对制造商的承诺是指经销商相信与制造商保持稳定关系具有足够价值,并值得尽最大的努力

来维护双方关系(Morgan 和 Hunt,1994;Moorman 等,1992) [30-31] 。经销商对制造商的承诺具有计算性的特

征,是与维持关系获得的利润和解除关系付出的代价之间进行权衡的结果(Ganesan 等,2010;Gilliland 和

Bello,2002) [32-33] 。因此如果渠道成员认为合作伙伴难以提供足够的经济利益,他们很有可能减少在关系

中的承诺(Gilliland 和 Bello,2002) [33] 。
本文认为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会对经销商对制造商的承诺产生负面影响。代理理论强调,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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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受到预期回报影响(Bergen 等,1992) [14] 。如果在委托关系中委托人给代理人带来的利润减少,代理

关系对代理人的吸引力就会降低(Zhang 等,2020) [21] 。因此代理人维持现有代理关系的积极性降低,对其

委托人的承诺也将减少。当制造商实施“跨桥”治理机制直接与零售商建立联系时,制造商就减少了经销

商利用信息不对称采取投机行为、最大限度地提高自身利益的可能性,减少了经销商本可以从渠道网络中

获得的利益。因此经销商对制造商的承诺将会受到负面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减少经销商对制造商的承诺。

(三) 制造商市场地位对治理效果的调节作用

根据代理理论,代理人的行为受到其利益被影响程度的影响(Bergen 等,1992) [14] 。根据这一逻辑,本
文考虑了制造商市场地位对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治理效果的调节作用。制造商的市场地位表示制造商

在行业内的相对权力和声望以及其社会价值( Podolny,1993) [34] 。学者们指出,市场地位有助于解释组织

之间的行为 ( Gould 等,2016; Piazza 和 Castellucci,2014 ) [15,35] ,在营销研究中值得更多关注 ( Chen 等,
2012) [36] 。研究表明市场地位高的公司通常能获得更高的业绩,因为他们可以获得更好的商业机会、人力

资源和融资,他们的产品也可以收取更高的价格 ( Benjamin 和 Podolny,1999;Castellucci 和 Ertug,2010;
Powell 等,2005) [37-39] 。因此当制造商市场地位越高时,他对经销商目标和利益的影响越大,经销商对其依

赖越高,则制造商对经销商的权力越大( Emerson,1962) [40] 。所以高市场地位的制造商并不总是受到合伙

人的青睐,因为他们更有能力对合伙人的行为进行控制(Rindova 和 Fombrun,1999) [41] ,并挤压合伙人的

利益( Jensen,2008;Podolny,1994) [42-43] 。因此当不同市场地位的制造商采用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时,经
销商的利益可能会受到不同的影响。

本文认为低市场地位的制造商更有可能享受到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在促进经销商信息共享方面

的积极治理效果。与市场地位高的制造商相比,市场地位低的制造商的产品在市场上不占优势( Podolny,
1993) [34] ,与其交易带来的利润普遍较低(Gould 等,2016) [15] 。因此相比于市场地位高的制造商,经销商对

低市场地位制造商提供支持以及分享信息的动力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的重要性

得以凸显,制造商更有必要采取“跨桥”治理机制,激发经销商的信息共享行为。同时由于低市场地位制造

商对经销商的权力较弱,经销商受到其高强度的利益挤压的可能性较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与制造商

的稳定合作。因此当制造商市场地位低时,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所产生的提高经销商信息共享行为效

果更加明显。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a:当制造商市场地位较低而非市场地位高时,使用“跨桥”治理机制,相对于不使用“跨桥”治理机

制,更有助于增加经销商信息共享行为。
同时本文认为市场地位高的制造商更有可能强化“跨桥”治理机制对减少经销商承诺的负面治理效

应。这是因为市场地位高的制造商可以向市场发出产品质量高、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 Podolny,1993) [34]

等信号,吸引更多的经销商与之合作,经销商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Gould 等,2016) [15] 。此时,经销商为了

提高自身利益,更有可能利用制造商与零售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谋求私利。然而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

的实施使经销商无法再利用三元渠道网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做出投机行为,经销商可以获得的利益会大

幅减少。另外,高市场地位制造商对经销商的权力较强,经销商更有可能受到其高强度的利益挤压(Jensen,
2008;Podolny,1994) [42-43] ,减少自身的收益。因此当高市场地位制造商使用“跨桥”治理机制时,根据代理

理论,经销商在感知自身可获取的利益随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的实施而大幅下降时,其维持关系持续

发展的意愿会降低。因此与低市场地位的制造商相比,高市场地位的制造商实施“跨桥”治理机制时,减少

经销商承诺的消极影响得到强化,经销商对高市场地位的制造商表现出承诺的可能性更低。基于以上分

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b:当制造商市场地位较高而非市场地位低时,使用“跨桥”治理机制,相对于不使用“跨桥”治理机

制,更有可能减少经销商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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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实验研究设计

(一) 实验总体设计

本文采用实验研究方法进行假设检验,通过双因子简单组间设计( Dahlquist 和 Griffith,2014;Lee 和

Griffith,2019) [44-45] 来检验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的积极和消极治理效果以及制造商市场地位的调节作

用。由于实验法具有减少社会测量偏差(Tangpong 等,2010) [46] 等优势,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实验法对营销

渠道问题进行研究 (张志坤等,2023;Lee 和 Griffith,2019;Tangpong 等,2010;Seggie 等,2013;Devlin 等,
2018;Liang 等,2014) [13,45-49] 。在本文的实验设计中操纵了两个变量,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的选择(使用

VS 不使用)和制造商市场地位(高 VS 低)。因变量信息共享参考 Heide 和 John(1992) [25] 的研究,采用询

问“经销商能够提供制造商有价值信息”的程度的量表进行测量,承诺参考 Gilliland 和 Kim(2014) [18] 的研

究,使用“经销商坚持与制造商合作”程度的量表进行测量。在正式实验前,参考黄苏萍等(2019) [50] 的做

法设置预实验,确保实验情境符合实验要求。

(二) 实验情境

本文对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实验情境的开发基于实地访谈结果及现有研究(张志坤等,2023) [13] ,
对制造商市场地位的实验情境开发基于现有研究对市场地位的定义。

制造商是否使用“跨桥”治理机制的实验情境开发过程如下。首先,与已在营销实践中实施制造商“跨
桥”治理机制的制造商销售经理进行深入访谈,目的是详细了解制造商运用此治理机制的具体操作流程,
基于访谈信息,本文对使用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的情境进行了初步开发。其次,本文请制造商销售经理

以及市场营销学学者阅读实验情境材料并对其进行评估,讨论该情境材料是否能够准确地体现“跨桥”治

理机制的特性,并依据他们的反馈调整实验情境。最后,本文邀请了四位拥有丰富经验的企业销售人员对

初步开发的情境材料进行阅读,并根据其反馈对实验材料进行了调整,以期优化实验情境设计,并确保其

能够准确反映出制造商使用“跨桥”治理机制的情境。
在制造商选择使用“跨桥”治理机制的实验材料中,强调制造商可以直接与零售商联系,通过与零售

商核实来监督经销商的行为并给予经销商相应的奖励或惩罚。相反,在制造商选择不使用“跨桥”治理机

制的实验材料中,强调制造商与零售商没有直接联系,只能通过经销商向零售商传递信息。在实验中,本文

用文字与图片结合的方式呈现这些操纵材料,帮助被试更好地理解和想象这些实验情境(Soda 等,2018) [51] 。
在对制造商市场地位的操纵中,本文直接向被试表明制造商的市场地位是高或低。高市场地位的制造

商通常在产品质量、品牌形象、经营利润、企业总资产或市场份额方面表现优异,低市场地位的制造商则通

常在上述方面表现欠佳(Podolny,1993) [34] 。
交易成本理论指出,专有资产投入、环境不确定性和行为不确定性与交易成本有关,进而影响公司行

为(Williamson,1985) [52] 。因此本文的实验情境中将这些因素视为恒定因素,以限制其他理论解释的干扰

(Seggie 等,2013) [47] 。
在正式实验前,本文与54位销售经理进行了预实验。预实验的主要目的是塑造出符合实验要求的实验

情境,并验证其可信度(黄苏萍等,2019) [50] 。预实验评估了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及制造商市场地位操

纵的有效性。预实验结果证明实验材料具有较好的可理解性,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及制造商市场地位

操纵有效。因此情境材料可以用于正式实验。

(三) 正式实验

正式实验在2020年6月1日至2020年6月11日展开。实验选取的实验对象来自多个行业,例如食品饮料、
日用品和电子产品等行业,以避免特定行业的实践对结果的影响,提高实验结果的普遍适用性(Wang 等,
2013) [53] ,同时要求实验对象的职业为销售经理。将被试随机分配到四个情境中,在剔除回答不完整或无

效的问卷后,共得到149份有效数据,其中情境1(使用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高市场地位)共有37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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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2(使用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低市场地位)共有43份,情境3(不使用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高市场

地位)共有33份,情境4(不使用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低市场地位)共有36份。在这一样本中,实验对象

的平均年龄为38. 5岁,其中67. 1% 为男性,平均工作经验为9. 6年。
在被试阅读完制造商使用或不使用“跨桥”治理机制和制造商市场地位高或低的实验情境的材料后,

测量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对经销商信息共享和承诺的影响。为了有效避免社会期望误差,同时避免被

试提供他们认为的“正确答案”而非他们在相应情境中的真实观点,本文请被试提供他们认为情境中的主

要经销商会如何反应,而不是提供他们个人的选择(Kistruck 等,2013) [54] 。

(四) 操纵检验

本文通过询问被试“制造商是否可以直接联系零售商”来进行制造商治理机制使用情况的操纵检验,
对制造商市场地位的操纵检验则通过询问被试“制造商市场地位高或低”来进行。本文从进一步的分析中

剔除了对制造商是否使用“跨桥”治理机制以及制造商市场地位产生错误判断的问卷( Raaijmakers 等,
2015) [55] 。

(五) 假设检验

根据现有研究的做法(Steward 等,2018;凌文辁等,2019) [56-57] ,采用多元方差分析(MANOVA)方法进

行多元方差分析。全模型分析结果显示,除制造商治理机制使用情况对经销商信息共享的影响不显著外,
其他主效应和交互效应均显著。因此进一步采用一元方差分析(ANOVA)方法来进行假设检验。

对于经销商信息共享,分析结果表明主效应不显著(M使用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 = 3 . 83,M不使用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 =
3. 73,F = 0. 60,p > 0. 1),即不能证明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促进经销商与制造商的信息共享,H1不被支持。
对于经销商对制造商的承诺,ANOVA 分析表明主效应显著(M使用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 = 3. 09,M不使用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

= 3. 34,F = 3. 63,p < 0. 1),表明制造商使用“跨桥”治理机制将触发经销商减少承诺,H2得到支持。
对调节效应的检验,如简单效应分析结果显示(见图1),对于低市场地位的制造商,当制造商使用“跨

桥”治理机制时,经销商更有可能共享信息(M使用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 = 3 . 74,M不使用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 = 3 . 33,F =
4 . 97,p < 0 . 05)。对于高市场地位的制造商,其是否使用“跨桥”治理机制对经销商的信息共享水平没有显

著影响(M使用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 = 3 . 92,M不使用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 = 4 . 12,F = 1 . 07,p > 0 . 1)。以上结果证实,当制造

商市场地位较低而非市场地位高时,使用“跨桥”治理机制,相对于不使用“跨桥”治理机制,更有助于增加

经销商信息共享行为,H3a 得到支持。

图1　 制造商市场地位的调节作用

　
图2　 制造商市场地位的调节作用

如图2所示,对于高市场地位的制造商,当制造商使用“跨桥”治理机制时,经销商更有可能减少承诺

(M使用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 =3. 08,M不使用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 =3. 70,F = 10. 62,p < 0. 01)。对于低市场地位的制造商,其是否

使用“跨桥”治理机制对经销商的承诺水平没有显著影响(M使用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 = 3 . 09,M不使用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 =
2 . 97,F = 0 . 46,p > 0 . 1)。以上结果证实,当制造商市场地位较高而非市场地位低时,使用“跨桥”治理机

39　 第 2 期 　 张闯,贾齐,张志坤:解决三元渠道网络中的代理问题: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的治理效果



制,相对于不使用“跨桥”治理机制,更有可能减少经销商承诺,H3b 得到支持。

五、 结论、启示与展望

(一) 研究结论与理论贡献

本文依托代理理论,采用三元渠道网络的分析视角,进一步实证检验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的双重

治理效果和制造商市场地位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具有“双刃剑”效应:在积

极治理效果方面,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促进经销商的信息共享行为是有条件的,只有当制造商市场地

位较低而非市场地位高时,使用“跨桥”治理机制,相对于不使用“跨桥”治理机制,更有助于增加经销商信

息共享行为。在消极治理效果方面,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减少了经销商对制造商的承诺,并且上述关系

在制造商的市场地位较高时得到强化。
本文对营销渠道治理领域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推进了渠道治理向网络分

析方向发展。在现有研究中探讨的渠道治理机制主要适用于二元渠道关系,虽然部分研究关注了三元渠道

网络整体的治理机制,但学者们对这一治理机制的治理效果仍缺乏认识,有待进一步探究。本文突破二元

渠道关系治理和三元渠道网络研究仍以二元关系为研究重点的局限,从三元渠道网络整体层面,结合代理

理论,在以往研究基础上(夏春玉等,2019;张志坤等,2023) [12-13] ,进一步探究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对

三元渠道网络中代理问题的治理效果,并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对网络层面的渠道治理机制展开了进

一步研究,有利于推进渠道行为与治理研究从传统二元分析向网络分析方向发展。
第二,本文对该治理机制的“双刃剑”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具有减少

经销商对制造商的承诺的消极治理效果,而低市场地位的制造商使用“跨桥”治理机制会得到促进经销商

信息共享行为的积极治理效果。不同于以往研究更注重挖掘渠道治理的积极作用,本文强调了关注渠道治

理弊端的重要性(Oliveira 和 Lumineau,2019) [58] 。研究结果为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对三元渠道网络中

代理问题的治理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该治理机制的渠道治理效果。
第三,本文考察了制造商市场地位对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上述治理效果的调节作用,验证了不同

市场地位的制造商使用“跨桥”治理机制后的治理效果不同。研究表明,为了优化渠道治理效果,制造商在

使用“跨桥”治理机制时应充分考虑自身市场地位的影响。本文凸显了对企业市场地位的影响进行深入研

究的必要性,与现有研究对市场地位高的企业可能在特定情况下处于不利地位 ( Jensen,2008;Podolny,
1994) [42-43] 的研究结论相呼应。本文的发现强调了对渠道治理机制效果的研究需要保持对企业市场地位

的关注,从而丰富渠道治理领域的研究。

(二) 管理启示

第一,本文实证检验了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的“双刃剑”效应,有助于企业更全面地了解该治理机

制的治理效果。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具有减少经销商对制造商的承诺的消极治理效果,而低市场地位

的制造商使用“跨桥”治理机制会得到促进经销商信息共享行为的积极治理效果。因此,制造商在使用“跨
桥”治理机制时,应全面考虑该治理机制的影响,注意维护与经销商的渠道关系,提高经销商对自身的

承诺。
第二,本文发现,制造商市场地位对“跨桥”治理机制的治理效果具有调节作用,该发现提示制造商应

在使用“跨桥”治理机制时应充分考虑自身市场地位的影响。当制造商市场地位较低时,可以通过使用该

治理机制增加经销商信息共享行为,以提高渠道整体的效率和信息透明度,减少渠道中的代理问题。但当

制造商市场地位较高时,应谨慎使用“跨桥”治理机制,因为当制造商市场地位高时,经销商往往能够较为

主动地约束自身行为,使用“跨桥”治理机制在促进经销商信息共享行为、减少代理问题方面发挥的优势

作用并不明显,反而有可能因为该治理机制的实施引发经销商的担忧疑虑,从而减少经销商承诺。因此为

了优化渠道治理效果,制造商应该根据自身市场地位有针对性地选择是否使用“跨桥”治理机制,从而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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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佳的渠道治理效果。

(三)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首先,本文采用三元网络分析视角,以“制造商—经销商—零售商”三元渠道网络为分析单位,只能研

究基于三元渠道网络的渠道治理。然而在营销实践中,渠道网络整体通常包含更多渠道主体,其潜在连接

的数量随着关系的数量呈指数级增长,现有方法难以在涉及大量参与者的渠道整体中进行研究(Vedel,
2016) [59] 。未来研究应将更多渠道主体纳入考察范围,以网络整体的视角进行渠道网络治理的相关研究。

其次,本文对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治理效果的研究,虽然探讨了该治理机制对经销商信息共享行

为和经销商承诺的影响,但对于其治理效果的考察并不全面。在未来的研究中,应继续考察该治理机制在

渠道中可能产生的其他治理效果,以深化对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的认识。
最后,关于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治理效果的作用边界,本文仅考察了制造商市场地位对该治理机

制上述治理效果的调节作用。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从经销商、零售商或渠道网络整体等视角出发,进一步

考察影响该机制渠道治理效果的若干边界条件,以期对制造商“跨桥”治理机制的治理效果做出更全面的

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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